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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刚刚复刊的《文艺报》
□郑伯农

“文革”中，《文艺报》被迫停刊。1978年5月底，中

国文联在京召开全委扩大会，决定恢复《文艺报》。一个

半月后，也就是7月15日，《文艺报》复刊号在京出版。

当时，它仍是月刊，到1985年改为报纸。

粉碎“四人帮”后，我被借调到文化部政策研究室

工作。研究室的总负责人是冯牧，复刊时的《文艺报》主

编是冯牧、孔罗荪。两个单位不但是同一个领导，办公

地点也紧挨着。研究室在东四礼士胡同路南，《文艺报》

在路北，门对着门。大家信息互通、工作互补，关系十分

密切。有一次两个单位共同组织秋游，大家一起观光、

踏春，可谓其乐融融。

1978年5月初，我的老朋友李春光找我，说是文联

筹备组通知他参加全委扩大会，要他在会上发个言。他

说，他不熟悉文艺界的全局，要我帮他写篇发言稿。

我和李春光同是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学生，后来先

后升入本科，在同一个系。毕业后，先后留在中央音乐

学院音乐学系工作。“文革”中，在我最艰难的时候，李

春光和其他一些同志冒着巨大政治风险保护、帮助过

我。生死之交，难拒故人之托。我马上答应下来，随即去

找冯牧同志。我问他，你们要李春光发言，是要他就音

乐界的问题讲点意见，还是让他在文艺全局问题上放

个炮？冯牧莞尔一笑，说是后者。他这么一说，我心中有

了数。当时，我和春光对许多重大问题的看法是一致

的，平日也经常交谈。我了解李春光胸中有什么不吐不

快之语，也考虑有什么迫切问题需要年轻人出来呼啸

呐喊，很快便写出稿子交给春光。这篇发言稿讲了几个

问题：解放思想问题、艺术民主问题、团结问题。其中有

一大段话讲天安门诗歌，给它以崇高的评价，实际上是

为正式平反制造舆论。这篇发言稿和茅公、周扬等老前

辈的发言稿一起全文刊于《文艺报》复刊号上。

《文艺报》复刊不久，研究室理论组组长顾骧找我，

说是文化部即将下文为晋剧《三上桃峰》平反，冯牧布

置任务，要我就这部剧写一篇文章，在《文艺报》刊出。

顾骧交给我有关《三上桃峰》的材料，我读了剧本和当

年的大批判文章。这些材料过去大部分曾零零星星地

看过。现在，被颠倒的历史终于要再颠倒过来了，我边

读边感到一阵痛快。我执笔的这篇文章还牵涉到一个

大问题——为“文艺黑线回潮”辩诬。邓小平同志复出

后，大刀阔斧地搞整顿。在文艺领域恢复一些好作品的

出版、放映、上演、展出权，并推出一些并非按“四人帮”

帮规创作出来的新作品。江青等人对此十分恼火，诬其

为“黑线回潮”，并利用手中的权力对此大加挞伐，掀起

一股批判“黑线回潮”的逆流。我执笔的这篇文章从《三

上桃峰》讲起，一直讲到所谓的“文艺黑线回潮”。不仅

为一篇作品，也为整个的“黑线回潮”辩诬。可以说，批

“黑线回潮”论，是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继续，它涉及

“文革”后期的一些现行问题。这篇文章发表于《文艺

报》1978年9月号，不久，其他媒体也发表了多篇为“回

潮”作品辩诬的文章，形成较大的声势。

过去，文化部理论组的文章一般不署个人名字。到

了为《三上桃峰》平反的这篇文章，冯牧为执笔者起了

个笔名,叫“郑汶”。我猜想，它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文化

部政策研究室的文章，二是由姓郑的那个人执笔写的

文章。郑汶这个名字古书上有，《三国演义》中有个人物

就叫郑汶，是司马懿的部下。司马懿派他去诸葛亮那边

假投降，为魏军作内应，不料一眼就被诸葛亮看穿了，

推出去斩首。福建梨园界有个说法：谁如果倒了霉，就

让他演一个被砍头的角色，在舞台上丧命之后，就会时

来运转。我觉得这个名字蛮有意思，此后好几年，我的

文章经常用“郑汶”署名。

这一年9月，冯牧派我到上海出差，搞调查研究。临

行前，我到孔罗荪家里拜访这位老前辈。孔老是众所敬

仰的资深文学理论家，我有许多问题要向他请教。还有

一个很“实用”的目的，孔老长期在上海工作，担任《文

艺报》主编后刚刚携夫人迁京。他对上海的情况十分熟

悉，简直是沪上文学界的一部活字典。老人家热情地接

待我，给我指点迷津。他以个人名义亲笔为我写了三封

介绍信，一封给《上海文学》编辑部的朋友，一封给上海

《文汇报》文艺部，一封给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我按

图索骥地采访《文汇报》时，文艺部的同志告诉我，复旦

大学学生卢新华写了篇小说，叫《伤痕》，在校园里引起

轰动。8月间，《文汇报》全文刊发这篇小说，在更大的范

围引起热议。回京后，我把这个信息向冯牧、孔罗荪汇

报。不久，《文艺报》专门为《伤痕》召开了新作研讨会。

我到上海的第二天，冯牧的电话追到旅社来。他要

我快速返京，赶写一篇文章，具体情况见面再说。我回

京见到冯牧，他说，你放下别的事，马上赶写一篇为天

安门诗歌平反的文章。他还向我透露了一些信息，由于

必须遵守纪律，他没有讲得很详细，但我能意会到，党

中央不久会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听了冯牧一席话，我十

分欣喜。与其说我是因为接受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写作

任务而欣喜，不如说我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在望而欣

喜。依我的拙见，天安门诗歌不但有重大政治意义，也

有强大感情冲击力，也就是诗的感染力。没有人号召，

没有人部署，骤然间掀起声势浩大的群众诗歌运动，直

接推动了历史的转折，也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这是

中国文艺史上的奇迹，也是人类文艺史上的奇迹。我大

约在9月底或10月初写好稿子，《文艺报》审阅后拿去

排字，等待发表时期。11月14日，应文化部和全国总工

会邀请，上海《于无声处》剧组进京演出。11月18日，经

党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做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

决定。12月15日，《文艺报》刊出署名郑汶和童怀周的

两篇文章，为天安门诗歌平反。我很敬佩童怀周，这是

北京外国语学院十几位同志的共同笔名，他们收集保

存革命诗歌，编辑出版《天安门诗抄》，为此付出千辛万

苦，经历千难万险。他们的劳作功在千秋，应当为历史

所铭记。

1978年之后，文化部政策研究室和《文艺报》继续

保持密切联系，我为《文艺报》供稿，得到他们的许多帮

助。直到1984年中宣部召开京西宾馆会议，特别是年

底中国作协召开第四次作代会之后，我给《文艺报》提

供的稿件大大减少了，但和报社的许多同志仍保持着

良好的朋友关系。真没有想到，1989年底，我被派往中

国作家协会任职，居然荣幸地成为了《文艺报》的一名

正式员工。

1956年底，我进入文艺报社工作，到1982年调

往《小说选刊》为止，整整27年。记得我刚刚到报社

的时候，谢永旺在迎新会上说：“当我离开人世的时

候，我要像别林斯基一样，将我的《现代人》和《祖国

纪事》——《文艺报》枕进棺材”，这句话赢得了热烈

的掌声。

《文艺报》通常是政治斗争的突破口，经历几番

风雨过后，1956年，张光年、侯金镜临危受命到《文

艺报》履职。1958年1月出版的《文艺报》第2期上刊

出《再批判》特辑，按语是毛主席改写的，来信中点名

批评张光年等3位正副主编“你们政治不足”，“你们

是文学家，文也不足”。张光年极度兴奋，继而紧张，

说：“我们《文艺报》说空话、发空论的文章不少，洋八

股、党八股积重难返；我肚子里的货色少，写出来的

文章空，一片衷忱，满纸呆相。”他坐不住了，撰写出

《论说托尔斯泰没得用？》《端方的下梢头》等不少生

动活泼的文章，对我们改造文风影响非常之大。他温

文尔雅的诗人气质、谆谆教诲的学者风度、热情洋溢

的演说才能以及刚劲秀美的书法艺术，都是那么清

晰和美好，一直保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黄秋耘洋溢着艺术情调的批评文字别具一格，

他喜欢“精致而优美的艺术形式”，“宁愿淋浴在小小

的浪花中洗净自己的心灵”，不愿“时时刻刻都在装腔

作势地咆哮”。他的作品如《杜子美还家》《丁香花下》

《雾失楼台》等，成为他人道主义理念的文学范本。

资深的领导兼评论家冯牧，任《文艺报》的专职评论员。他热情奔放，敏

感有才，人缘最好，来客最多，团结作家、阅读作品最多，是推荐作品最勤、最

热情的文学批评家，一直到老，仍手不释卷。冯牧精通中外、思想开放，其文

学评论人所称道。上世纪80年代参加作品讨论会，我亲见冯牧戴着老花镜

一字一句地引用原著，联想起在《文艺报》的日子，几乎掉下泪水。

张光年文质彬彬，侯金镜凝重严谨，冯牧敏感热情，黄秋耘简约精当、脉

脉含情，是他们把我们一伙年轻编辑带大的，我们恭恭敬敬地称他们为老师。

在从事文学编辑和学写文学评论方面，《文艺报》是我的摇篮，侯金镜是

我的恩师。他嘱咐我说：“你自己有了写作实践，方知评论的甘苦，约稿时就

有了共同语言。”“我要让你的专业相对地固定下来，长期不变，争取在这一

领域有自己的发言权。”

侯金镜手把手教一个出身不好的人熟悉业务。他教我一丝不苟，更要我

“有胆有识”。他敢于顶风，为收有萧平的《三月雪》、杜鹏程的《年轻的朋友》、

陆文夫的《小巷深处》、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1956年短篇小说

选集》撰写序言，序言的题目是《激情和艺术特色》，序言中说：“不能充分保证

他们的个性和想象力在宽阔而自由地发展，公式化、概念化的堡垒也不能最后

地、彻底地被冲垮。”到了三年困难时期，文坛仍处在反右倾、一步步走进死胡同

的当口，侯金镜发表《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读茹志鹃小说有感》，文中写

道：“高亢激昂、豪迈奔放的革命英雄主义是我们这时代的主调”，但是“茹志

鹃作品的优美柔和的抒情调子，唤起了读者对于时代的温暖、幸福、喜悦的感

情，这种感情既是健康的，也反映了人们多样化的感情生活的一方面”。在当

时那样狂热的人文气氛中敢于这样开明地衡文论道，实属空谷足音。

1961年底，侯金镜带我到颐和园云松巢阅读全年的中、长篇小说，教我分

析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只要言及鲁迅和苏俄文学，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对托尔

斯泰、果戈里、别林斯基如数家珍。我发现在他的文艺思想里有一条十分明晰的

红线，就是现实主义——直面现实的现实主义和干预生活的批判现实主义。

侯金镜一有发现，便到我的窗外喊上一声，《红岩》就是他首先喊出来

的。他说：“现在是困难时期，人们物质生活匮乏，要使大家的精神生活丰富

起来。”“我们需要革命的浪漫主义，但要拿生活的真实作基础，绝不能拔高

人物。当前形势下，宁肯牺牲浪漫主义，也不能牺牲现实主义！”在侯金镜的

鼓励下，我写了《一九六一年

中、长篇小说印象记》，重点

推出《红岩》。他又组织了一

次讨论会，共5人：王朝闻、

孔罗荪、王子野、李希凡、侯

金镜，由我记录整理，题为

《〈红岩〉五人谈》，一时间，全

国掀起“《红岩》热”，1962年

被称为“《红岩》年”。

侯金镜反复强调“有胆

有识”，极力避免“胶柱鼓

瑟”。“文似看山不喜平”，还

要有曲直和张弛，不能“一道

汤”。侯金镜提醒我，分析一

部作品时，一定要抓住人物

的个性特征。他说，你精细地

分析一个鼻子，但要看准它

长在什么人的脸上，而人又

是历史的，是社会关系的总

合。侯金镜的“鼻子”说，让我

久记不忘。

侯金镜厚积薄发、诲人

不倦的作风、直面现实的现实主义精神、严谨周密的卓识锐见，凡三昧，颇得

其终生为之追慕的鲁迅遗风和神韵。1969年9月部分作协会员下放干校。侯

金镜的最爱是书，十多架书橱，送的送、卖的卖，唯有鲁迅的著作以及研究鲁

迅的书籍一本没动、一页不丢，连同他认为最经典的马列著作一起，全部打

包装箱运往湖北咸宁向阳湖畔。收工之后，他把马灯拨亮，坐在马扎上，俯身

床边学习《马恩选集》，直到深夜。

历尽劫难，《文艺报》先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1978年7月复刊，抖

擞精神，敢为人先，代表被“文艺黑线专政”论折磨得九死一生的文艺家们向

着真正的“文艺黑线”发起猛攻。“天安门诗抄”的大松绑，十一届三中全会思

想的大解放，真理标准和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大讨论，为作家作品平反，为《班

主任》等“伤痕文学”开路。一面是同病相怜，一面是同仇敌忾；一面是推倒文

化专制，一面是张扬文艺复兴；一面背负传统的包袱重整归部，一面打开因

袭的闸门扩充新军；一面是思想的解放，一面是忘我的工作。在东四南大街

礼士胡同52号的一座小院里，聚集着义愤填膺的编辑和记者，冯牧和孔罗

荪器重他们，放手让他们工作。《文艺报》是一台灵敏度极高的收发报机，没

有辜负两个月前文联全委会“开创文艺新时期”的殷切嘱托。

当时的编辑部人员不多但工作效率极高。大家挤在一个大房间里，热气

腾腾，不知疲倦地议论，不遗余力地编写，那份上进、那份融洽，在《文艺报》的

历史上绝无仅有。它既是敢于弄潮的参谋部，又是对外开放的文艺沙龙，不少

中青年批评家来这儿做客，聊着聊着一篇文章就有了。我们的主编冯牧，同时

领导着文化部理论政策研究室，江晓天、顾骧、刘梦溪、郑伯农、李兴叶等一帮笔

杆子像一家人一样经常走动，言必“思想解放”，语多“文坛动向”，激昂慷慨，捶

胸顿足。我们为恢复革命的现实主义呐喊请缨，为迎接“伤痕文学”，惊呼短篇小

说的新气象、新突破和中篇小说的新崛起，甚至理直气壮地为冤重如山的作家

和作品平反，其势如地火之奔突、狂飙之卷席，葳蕤春意遍于华林。

我们举办了好几期“读书班”，联系和扶持一批文学评论新作者如黄毓

璜、童庆炳、刘思谦、吴宗蕙、肖云儒、谢望新、李星等。又把“文革”前写评论，

现在考虑要不要继续写作的中年评论家如单复、王愚、潘旭澜、宋遂良等邀

请来京，授命撰写重头文章。这批中青年评论力量为新时期的创作开路，披

荆斩棘，蔚为大国。我和谢望新不约而同地把“读书班”誉其名曰为“《文艺

报》的黄埔军校”，直至今日，大家谈论起来仍然激动不已，“你是‘黄埔’N期

的吧？”“永远忘不了咱们的‘黄埔’！”

我的编辑生涯大部分是在《文艺报》度过的，“文革”前后总共27年，我

与《文艺报》同命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文艺报》是我安身立命的摇篮。

二
十
七
年
是
与
非

□
阎

纲

时
光
花
园
的
美
丽

□
张
明
照

叩问苍天，我很幸运，1995年9月初，

我调到了《文艺报》文学评论部工作，此前

我已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对于《文艺报》，

我充满了深深的敬仰，这种心灵认知由来

已久。对于《文艺报》的同事，我充满了深

深的敬重，这是真情实感。

叩问心门，我很欣慰，调到《文艺报》是

自我选择的一次完满，也是命运对于我的

一次眷顾。有些人并不知道，北京以外的

文艺界如何看待《文艺报》。在内蒙古作协

理论研究室工作时，我身边的一些作家评

论家，有这样的一个普遍共识：如果一个外

省的作家，不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艺

报》上没有发表过关于你的作品评论，那么

你的创作水准仍然囿于本省；如果一个评

论家，没有在《文艺报》上评论过本省或外

省的作家作品，那么他的艺术审美视野仍

然没有走向全国。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到精英荟萃

的《文艺报》上班，心中怀有一种深切的敬

重。在吴泰昌老师的领导下，在文学部同

志们的帮助下，我比较快地进入了编辑角

色，同时参与了冰心老人题词的《儿童文学

评论》专版的编辑工作。业余时间，我为孩

子们写作，为了给孩子们营造一个快乐成

长的绿色环境，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在《文艺报》的这个岗位上，我了解了新时

期以来全国文学创作的概貌，了解了儿童文学界的创

作态势，相继结识了不同年龄段、不同审美追求、不同

文化背景的作家，以及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文学新人。

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遇，给了我心灵很多美的滋养，

使我眼界大开。在我的眼前，展现出了一个文学艺术

万紫千红的世界，一个美丽的时光花园。调到《文艺

报》，我像一条小溪流入大海，似乎失去了小我，然而获

得了大我。调到《文艺报》，对于我的人生来

说，是一个重要的驿站，一个审美再出发的

故乡。在儿童文学评论的编辑工作中，在文

艺报社内外的有关会议中，在电话组稿和骑

车约稿的过程中，我学习大家泰戈尔，做一

个有心人。有了一点一滴的心灵感知，有了

一鳞半爪的审美发现，我都会随时随地记录

下来。

我2002年底离开《文艺报》，调到中国

作协机关。离开《文艺报》前，总编室是我最

后的一个工作岗位。也许是肩负重任，也许

是心有灵犀，一到总编室工作时，我就产生

了一个想法——要把付印之前各部门的校

样认真通读一遍。

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当时的

真实心态是：第一，通读校样，对我是一个很

好的学习机会，因为我渴望拓展艺术视野，

丰富心灵美感，提升自我境界；第二，通读校

样，如果能把版面上存在的错别字一个一个

找出来，交给责编订正之后，再请分管领导

过目，就可以把好报纸付印之前的最后一

关，我心里会感到踏实；第三，通读校样，总

编室和报社各部门之间可以加强沟通，增加

协作，达成一片和谐。那时候，个人的电脑

普及率很低，绝大多数作者的文稿，都是在

报社的打印室里敲出来的。鉴于此，通读校

样，必须全神贯注，一丝不苟。

记得那时候，我住在海淀区清华大学南门附近，骑

自行车到报社要用1小时45分钟，两地之间是半程马

拉松的长度。夕阳西下，下班回到家，我已经骑自行车

完成了一天一个马拉松的历练。这样骑车奔波，一年

下来就是一个万里长征。虽然感觉身体疲惫、双腿僵

硬，但是目光清新如月，心灵舒畅如泉。

记得那时候，因为经济效益问题，《文艺报》曾和有

关方面合作，出版相关增刊。因为增刊的出版，有时一

天下来，我要通读10多块版的校样，文字量超过10万

字。通读校样的时候，由于精神高度集中，毫不松懈，

我会感到头脑发胀，眼睛酸涩。倘若在版面上发现了

一个错别字，就像在海滩上捡到一颗珍珠。倘若在一

个版面上没有发现一处需要甄别的字词——尽管这样

的情况很少遇见，我会非常欣慰。

毋庸置疑，人一退休，就是生理年龄层面上的人到

老年，这是顺其自然的人生夕阳时段。因为有了为孩

子们写作的心灵体验，有了孩子们的爱相伴，我不会孤

独。因为有了在《文艺报》编辑儿童文学评论的经历，

有童心相随，我不会寂寞。人到老年，在回归童年，在

攫获童心的岁月流光之中，我做了一个自以为颇有诗

意的选择——带小孙子，这使我有了钻石一样的收获，

撰写了关于小孙子成长的作品，《小孙子是我的天堂》

和《孩子是自己的上帝》。倘若没有在《文艺报》日复一

日的磨砺、年复一年的润泽，我恐怕写不出令自己心灵

震撼的作品。《文艺报》给了我很多滋养，很多恩泽，使

我铭刻在心，终生受益。对《文艺报》，我怀有一种深深

的敬意，深深的感佩，深深的珍重。这两部作品，深切

地表达了我对无常世界的一腔敬重，深情地撰写了我

对孩子们日新月异成长的满腔挚爱，也是我呈献给《文

艺报》的一份心灵检视报告。

《文艺报》与共和国同龄，她是文学艺术界的一面

光辉旗帜，70年来面对着峥嵘岁月的如磐风雨，她立场

坚定，旗帜鲜明，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肩并肩手拉手，

和着时代的脚步前行。在她70年的历史征程中，她大

海一样广阔的文化情怀，蕴含着不可比拟的时代脉动，

与伟大的民族复兴紧紧相连；她大地一样深厚的核心

价值，包含着共和国诞生前后一代代人的执著奋斗，闪

烁着一朵朵生命浪花的美丽晶莹。

爱与美的艺术品格在《文艺报》熠熠闪光，她像时

光花园一样美丽，盛放着一朵朵五彩斑斓的艺术之花，

展现着一个个流光溢彩的春天画卷。

原发《文艺报》1962年第2期

“我们环绕的是群山，面对的是高峰”
□吴泰昌

1955年，我从安徽当涂中学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

1964年，我从北大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后，进入《文艺报》

工作。在我读研究生的阶段，随时任《文艺报》特约评论

员的师兄严家炎，一同去参加关于柳青长篇小说《创业

史》的讨论会，当时负责主持《文艺报》日常工作的副主

编侯金镜也在场。会议上，我发表了关于柳青《创业史》

与梁斌《红旗谱》之间人物形象比较的学术论文，得到

了与会专家学者及文学期刊编辑的肯定。随后不久，中

宣部决定在《文艺报》设立“文艺理论批评中心”，由周

扬主持工作。著名文艺理论家、时任《文艺报》编辑部副

主任的黄秋耘拿着中宣部的调令，到北大了解我的情

况，决定让我到报社编辑部的理论组工作。私以为，此

前的会议也许是我与《文艺报》结缘的偶然因素。

1973年，我从五七干校借调到《河北文艺》杂志社

工作。1976年1月，《人民文学》杂志社复刊时我调去工

作，至1978年7月《文艺报》复刊以后，我才又重新调

回。这期间我经历过的领导、接触过的朋友都很多，有

郭沫若、茅盾、巴金、周扬、叶圣陶、冰心、沈从文、钱锺

书、曹禺、孙犁、严文井等文坛前辈，有张光年、冯牧、孔

罗荪、唐因、唐达成等报社领导，还与杨晦、朱光潜、吴

组缃、林庚、王瑶等北京大学的老师不失联系。

让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向作家孙犁的约稿过程。

当时《文艺报》评论组主要通过约稿和组稿来构成版

面，这就要求编辑事先对被约稿的对象要有充分的了

解，不仅应阅读他的文学作品，而且应该对既有的文学

评论有相当的熟悉和把握，更要知道作家本人的创作

心得与体会，做到心中有数。1980年第6、7期的《文艺

报》曾经刊载作家孙犁的两万字长文《文学和生活的

路》，副标题是“与《文艺报》记者谈”，这是我去天津与

孙犁长谈的记录。访谈开始其实并不顺利，作家本人并

不愿意谈，但由于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在与作家的聊天

过程中逐渐获得了信任和认可，最终使得这篇文章得

以顺利写成。

我刚刚进入《文艺报》时，报社的主编是张光年。他

曾经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泰昌，你来《文艺报》工作，我

非常欢迎。但我要和你说，这是一个荣誉感很强的岗

位，同时也是一个挑战性很强的岗位。”初到《文艺报》

时，我只是一介书生。在学校里，主要都是从书本上获

取知识，而《文艺报》的编辑工作是与现实社会密切相

关的，带着书卷气投入到这样的岗位和工作中来，对我

来说是一个挑战。工作以后不久，我就赶上了新中国发

展的波折阶段，也正是在那个非常时期，每当我对环

境、境遇感到困惑，陷入茫然的时候，报社同仁都展现

出极其坚定的态度，给了我重要的人生指引。经历过风

风雨雨，既有坦途和收获，也有坎坷与曲折。在报社工

作，面对由于历史原因、现实原因造成的复杂状况，要

采取一种比较超然、公平的态度，更要尊敬每一个对文

学事业做出贡献的人。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我曾经挥洒汗

水、奉献青春的工作单位《文艺报》70岁生日，我作为

报社的“老兵”，对《文艺报》充满了感恩之情。在这

里，我得到了很多教育，了解了很多文学发展的历史

与现状。《文艺报》的历史不光是报史，也相当于是新

中国文艺史、文艺运动的缩影。多年来，《文艺报》尽力

呈现出当代中国文学本身的多样性，不断鼓励对文学

作品和文化现象有着不同的主张、看法的人们，为他们

搭建平台，希望通过争鸣、对话和交流，来实现文学艺

术事业的进步与发展。毫不夸张地说，《文艺报》是新中

国建立以来，全国范围内成立最早、影响最大的文艺类

报纸。

现在国家已经进入了新时代，在文艺建设方面也

有着很多新的战略和规划。我们环绕的是群山，面对的

是高峰，要勇于攀登高峰。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我希

望现在的《文艺报》能够有新作为，既要继承传统，又要

根据现实情况寻找自己发展的角度，争取办成特色鲜

明、影响广泛，对文艺发展具有引领性、导向性的媒体。


